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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为古代炊具的一种，形似鼎、鬲却无足，
可以直接放置在炉灶上或是挂起煮物。釜出现的
时间较早，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开始使用陶
釜，进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对应的也出现了铜
釜、铁釜，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炊具。史
料中对于釜多有记载，早期见于《韩非子》“城中
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管子》中也有

“盐百升而釜”，宋代吕大临《考古图》中有“轵家
釜”一器并作为量器加以考证，可见釜在早期既
是炊具，也作为量器使用。其后对釜的记载也多
为量器，如马承源也将铜釜归为铜量类别，朱凤
瀚提出“釜是齐国特有的量器”，荣庚、张维持将
釜归为水器类别，并依据文字记载指出釜乃炊
器，亦为量器。由此可见，早期对釜的定义主要为
量器，应是研究对象多为带铭文的铜釜所致，这
些作为量器的铜釜所携带的是与度量衡相关的
文字。而作为日常使用炊器使用的铜釜，刻铭的
机会极小，制作也粗糙，自然不会出现在早期对
青铜釜的艺术和文化研究范畴中。之后根据文字
史料记载，加上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釜
中装有动物骨头，或是底部有明显火烟灼烧的痕
迹，进一步验证了铜釜用于烹煮之用，才逐步将
铜釜作为炊器加以研究。

海南岛出土铜釜

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海南岛出土或发现
铜釜的记载。直到1964年，海南岛临高县皇桐岭
遗址发现一大一小两件套的铜釜，为海南首次出
土铜釜。同样是在海南临高县，又分别于1972年
发现一件六耳大铜釜和 1987年发现一件已残破
的青铜釜。之后，在海南多地有铜釜陆续出土。根
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统计，自 20世纪 60年
代以来，海南岛共出土铜釜 14 件，均为汉代器
物。出土地点分别为海南澄迈、临高、儋州、东方
和陵水，位于海南岛西部和东南部，均在沿海地
区。在海南岛的北部和东北部却没有发现铜釜，
特别是北部地区为汉代珠崖郡所在地，却没有发
现铜釜。这样的情况在海南岛并非孤例，与之情
况相似的还有同样在海南岛出土的汉代青铜器
——铜鼓。自清代以来,海南出土的汉代铜鼓有
十余面，与上述铜釜的出土地点有较多重合。这
些铜鼓出土的地点在西汉初期平定南越及东汉
初期出征交趾的线路上，与两广地区交往密切，

铜鼓作为随军征战的器物带往海南，或在海南就
地铸造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铜釜尺寸巨大

海南出土的这批汉代铜釜造型奇特，独具特
色。首先，从尺寸来看，海南出土的铜釜通高多在
30厘米至 40厘米，口径多在 50厘米至 60厘米，
与我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大部分铜釜相比，尺寸明
显更大。如河南淅川的西汉铜釜高 12.2厘米、口
径7.5厘米，云南宣威、昭通的汉代青铜釜通高不
超过20厘米，口径也不超过30厘米，即使是出土
铜釜最多的贵州赫章可乐，用于套头葬的铜釜最
大尺寸也在高 30厘米、口径 40厘米以内。那么，
尺寸巨大的海南铜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当是
一个什么概念？作为炊具而言，假设用于烹煮米
饭，海南铜釜中尺寸最小者通高 22.5厘米，口径
32厘米，大小与其他地区出土铜釜相近，粗略计
算可供 10人左右食用。海南临高调楼出土的铜
釜为尺寸最大者，通高 74厘米，口径 93厘米，计
算下来可供上百人食用。但这种超大尺寸的炊煮
器用于煮饭并不符合实际使用，应当是用于烹煮
肉类和汤的。可以看出，这些大尺寸铜釜并非普
通百姓家中所使用的生活器物，应当是集体使
用，军队使用的可能性较大，这也印证了铜釜与
铜鼓一样作为随军器物带到海南的可能性。

与其他地区的铜釜相比，海南出土的大部分
铜釜尺寸巨大，可用“巨釜”来形容。而同样被称
之为“巨釜”的器物，有陕西耀县的7件汉代巨型
铁釜，最大一件口径58厘米，高52厘米。另外，山
东掖县出土东汉或更晚期的铁釜，口径66厘米，
腹深 40厘米，被认为可能是史籍记载的煮盐官
器。这两件铁釜与海南出土的铜釜尺寸大小相
当，年代也均为汉代，但是材质不同。应是各地铁
器化进程不一的缘故，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铁器
化程度仍逊于中原地区，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更是
如此。此外，虽然山东的铁釜用于煮盐，但海南自
明清以来制盐技艺多采用竹盘煮盐和石槽晒盐
的方式，巨釜的用途应不尽相同。

铜釜形式奇特

海南岛出土的铜釜形式十分统一，除一件尺
寸最小者为敞口鼓腹之外，其他均为盘口直腹，

并且都为圆底、口沿有立耳。圆底直腹形式的铜
釜目前并不多见，有广东清远汉代铜釜、广西合
浦西汉铜锅、贵州交乐汉代铜釜、云南昭通东汉
铜釜以及广西防城港明代铜镬，这几件与海南出
土的铜釜都是盘口、直腹、圆底和口沿有立耳，虽
尺寸比海南铜釜略小，但形制特点相同，说明同
种类型的铜釜在这些地区有所流通，互有内在联
系。广西铜镬为明代，说明此种形制的铜釜虽主
要见于汉代，但后续或还一直沿用。

从纹饰来看，这批铜釜的纹饰并不多，集中
体现在铜釜的腹部和立耳两处。首先，铜釜腹部

的纹饰主要表现为在器腹中部铸有弦纹，也说箍
状纹，多为三道。器身饰有弦纹在其他地区的汉
代铜釜中多有出现，是常用的装饰手法。其次，铜
釜的立耳装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耳部纹样，海
南出土的铜釜中除了鼓腹铜釜耳部无纹，以及另
一件残缺无耳之外，其他铜釜的立耳均饰有纹
样。其中大部分为绳绹纹，另有辫纹、麦穗纹各一
件。二是耳上立像，出自海南临高、儋州、陵水和
澄迈的部分铜釜，每只耳的上方都铸有 2至 3个
立体塑像，有牛、羊、象、虎等动物像以及骑马武
士像、人像和鸟像。在铜釜上运用立体塑像装饰

手法的比较少见，主要见于西南地区，如云南省
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昭通桂家大院出土的立耳敞
口铜釜，双耳分别铸有三个立像，云南文山州博
物馆的骑士辫纹耳釜，双耳也分别铸有一个骑马
武士像。

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青铜
器中采用立体造像装饰的器物非常多，如贮贝
器、铜鼓、杖头和兵器等，且选取的题材都有牛、
羊、虎和骑马武士等形象，制作精湛，工艺纯熟。
贮贝器是古滇国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铜鼓则
多被作为祭祀用器或战鼓，而同样运用了这种复
杂装饰工艺的海南铜釜，应当也是一种财富和权
力的象征，彰显其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以示权
威。特别是海南临高出土的六耳铜釜，不仅尺寸
最大，而且装饰工艺最为复杂，立耳和口沿上共
铸有15个立像，若仅用于烹煮实物并不实际，说
明这类铜釜应当同时具有功能性和象征性作用。

历史上对海南地区的铜釜描述极少，仅在南
北朝盖泓所著的《朱崖传》中有提到“朱崖俗多用
土釜”，又说“朱崖大家有铜镬，多者五三百，积以
为货”。当时民间多用陶釜，大户人家囤积铜镬，
原因可能为当时海南仍未广泛使用青铜器，像铜
镬这类器物聚集在少数人手中，是财富地位的一
种体现。从侧面印证了海南早期铜器应自外界流
入，铜资源的短缺导致铜镬成为岛内大户人家奇
货可居的对象之一。

海南出土的铜釜自何处而来？首先，从形制
来看，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都有与海南
相同形制的铜釜出土，且年代一致，说明汉代这
种类型的铜釜广泛使用于我国南方地区；其次，
从耳上立像来看，其装饰手法广泛见于以滇文化
为代表的西南夷地区，并将之运用到铜釜上。越
南北部地区也出土了耳上立像的敞口铜釜，认为
多是从西南夷地区传入，并与汉武帝开西南夷之
后部分族群向南迁徙有关。海南出土的铜釜虽形
制有所不同，但从耳部纹样、立像位置、题材选择
等方面来看，应是受到西南夷的青铜艺术影响。
因此，海南汉代铜釜的出现，或许与西南夷族群
南迁有一定联系，未来或许可以通过更多的考古
发现或科技手段进一步验证。总体而言，独具特
色的海南铜釜是多个地区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
当时海南岛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相互交流和联系
的历史印证。

（海南省博物馆供图）

试论海南岛出土的汉代铜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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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弦纹四耳铜釜的耳部

汉代弦纹双耳铜釜的耳部

汉代弦纹双耳铜釜 海南东方感城出土
海南省博物馆藏

汉代弦纹四耳铜釜 海南儋州洛基出土
海南省博物馆藏

从巡抚衙门到督军府
——晋商博物院的前世今生

崔灿

晋商博物院俯瞰图

督军府旧照

渊谊堂

自省堂（梅山会议厅）

西花园俯视图

晋商博物院原为山西省督军府旧址，明清时
期历代巡抚衙门都设在此处，民国时期被延用为
督军府，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山西省政府办公场
所。巡抚衙门作为一省的高级别地方权力机关，
一直处于山西的政治中心。本文通过分析平面布
局与风格等特点，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其发展进程
以及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从明清巡抚衙门到督军府

晋商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
东街101号，是一座以山西督军府旧址为依托建
立的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
人文历史性质的博物馆，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书记载北宋初年曾为潘美帅府，明清时
期的山西巡抚衙门都设立于此。1911年10月，辛
亥革命在太原取得成功，山西军政府成立，并将
办公地点设在这里。1912年 3月，袁世凯正式任
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称为都督府。1916年7月，
改各省军务长官为督军，阎锡山任山西督军，自
此改名为督军府。抗战初期为第二战区长官司令
部。太原沦陷后成为日伪山西省行政公署所在
地。日军投降后，再度称为督军府。1949年4月太
原解放，同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于此
地。千余年来随着朝代的更迭，督军府历经沧桑，
经历了多次修缮、改建和扩建，然而这里一直是
山西的政治中心和重大事件决策地。

2017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搬迁新址后，原
址开展千年府衙综合整治配套工程，在此基础上
修建晋商博物院。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对督军府旧
址及东花园内不和谐建筑拆除，历史建筑修缮利
用，以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等。

整体布局与建筑风格

清代传统衙署的平面布局按功能性质分区，
可以分为五个区域：仪礼宣教之所、治事之所、宴
息之所、吏攒办事之所、衙署内的祠庙。

结合清光绪《山西通志》、清道光《阳曲县志》
等记载，可以得知巡抚衙门布局大致是：署前有
照壁一座，一对石狮雄踞左右，三座牌坊从东到
西排列，文官厅在左，武官厅于右。大门有二，门
西设关帝庙和酂侯祠。大门内东、西列书吏房，正
北有悬山式大堂，大堂后为川堂，川堂后为二堂。
再后是内署，为眷属居地。署北建御书楼，楼东西
各有牌坊，东北隅有显灵洞。在横轴线上另有许
多附属建筑及东西花园，总占地面积三万余平方
米。可见，明清时期的巡抚衙门拥有五个完整的
区域，功能完备、秩序严整。

督军府旧址建筑群多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和西方建筑风格融合的形式，整个建筑布局中轴
对称，均属于民国后督军府时期修复、修建。建筑

形式包括中国传统形式、西方建筑形式以及中西
合璧式，整个建筑群的风格和肌理充分展现民国
时期我国建筑的探索历程，呈现古今交融、中西
合璧、风格多样的建筑特色。

阎锡山任督军后陆续对巡抚衙门进行了改
建和扩建。1918年至 1919年期间，在穿堂、二堂
后面，将原内署院拆除并修建了一栋面阔十间、
进深两间的二层木楼。1932 年至 1937 年，将原
先的巡抚衙门一层门楼改建为重檐歇山式二层
门楼，门楼的东西两侧直至巡抚大堂的廊房改
建为南北两组对称的廊楼；将原巡抚大堂改建
为督军府二层大办公厅，时称一楼；将原大堂后
面的穿堂、二堂改建为两座对称的二层建筑，称
二楼、三楼，日伪统治时期这两座楼才陆续竣
工。1945 年日军投降后，阎锡山返回山西，高级
官僚搬入二、三号楼办公，此外在一楼的西侧，
拆除关帝庙、酂侯祠，修建了西花园及厨房、餐
厅、库房等建筑。

民国七年至八年（1918—1919），新建了礼
堂，称为自省堂，又称梅山会议厅，接着新建了进
山钟楼（现为梅山钟楼）。这个时期和 1945年日
军投降后对明清时期作为达官贵人休息游玩的
东花园进行了部分改造和扩建，将其改为阎锡山
私人宅院，东花园除阎锡山及其家眷、秘书、侍从
外，一般官吏不准随便出入。东花园由西、中、东
三个庭院组成，西院称为中和斋，是由一个方形
庭院和一座西式建筑组成；中院正北的九间厅堂
是阎锡山办公起居的地方，坐北朝南，是二进院
落的布局，现仅存带廊正房以及里院正房，正南
面北的回字形院落与南边一座二层水泥凉台楼
房是其家属居住的地方，两个院落中间是花园；
东院的一座二进四合院，为阎慧卿的住处。东花
园各庭院均有回廊相连，门洞相通。

改建后的原督军府仍然沿明清时期的布局，
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的建筑由南到北依次是门
楼、一楼（原巡抚大堂）、二楼、三楼（原穿堂、二
堂），其后为四楼、御书楼、自省堂、进山楼（梅山
钟楼），中轴线的两侧建有对称的廊楼等附属建
筑，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

改建后的督军府旧址在原先的整体布局上
取消了仪礼宣教和祠庙的功能区域，其余功能区
域将原先的宴息游乐的东花园改为内宅，西边祠
庙改为办事功能。目前，从留存下来的几座建筑
可以看出基本都是对称布局，但是平面更加富有
变化，不再是单一的矩形，而是多采用“凹”字型、

“凸”字型、“工”字型等。这种单体建筑平面采用
非矩形的情况是近代建筑中才出现的，不过从宏
观布局来看，与传统建筑中的主殿加配殿的整体
平面布局有些类似。

这一时期新修的建筑在形式和结构上大体
都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既带有近代西洋建筑
的色彩，又不失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风格，兼容
了东西方建筑文化的特点。当然也可以明显看出

中、西风格在单体建筑上所占的比例不同，会有
不同的效果。

首先，带有中式元素的西式建筑，这类建筑
基本都采用西方折衷主义风格，立面装饰有明显

的西方特点，在一些细节部分，例如在线脚、山
花装饰和屋顶增加一些中式元素，而建筑手法
却是西式。如二、三号楼和东花园的二层水泥凉
台楼房。

带有西式风格的中式建筑，是在立面设计采
用传统风格，中式传统大屋顶、木结构与砖结构
结合使用，部分装饰采用西方元素，大多体现在
外墙使用西式砖柱、在门窗部分运用拱券等方
面。如仪门是异性歇山顶，而中间部分为西式石
拱券。渊谊堂于1992年翻修时加盖木结构房顶，

大堂前辟面宽三间的卷棚歇山顶抱厦，正立面为
石质，由半圆形壁柱、圆拱门构成。自省堂主体为
中式结构，内部为木质结构，外部为西洋式砖石
结构，并有西式拱形门窗，四角是攒尖式的角楼。
整个建筑中西合璧，浑然一体。

总体来说，西式建筑风格在这里的运用主要
集中在西方折衷主义风格上，将古典主义、巴洛
克风格和中国传统样式相结合，形成了这几座西
式风格更为明显的建筑。而中式风格在木雕、砖
雕和彩绘方面表现更为明显。所以近代建筑也充
分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崇尚中西结合的时代潮流。

山西——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

山西督军府旧址是中国唯一保存下来较为
完整的从宋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政治
中心的督军府建筑群，在全国以及在山西历史上
具有重要性。

1911年10月29日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
宣布起义，攻入城内巡抚衙门杀死山西巡抚陆钟
琦，辛亥革命在太原取得成功，成立了山西军政
府。1937年，周恩来与阎锡山在自省堂多次洽谈
联合抗日事宜。1937年 11月 2日，阎锡山在东花
园中和斋主持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军事会议，研究
抗日守卫太原，周恩来、彭雪枫等人出席了会议。
1937年 11月太原沦陷，日伪政府入驻督军府办
公。1949年 4月 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25日
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的首长及
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人等进入督军府，
9月 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中国
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正式成立。

督军府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策源地。

使命的终结与功能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省政府驻地于此，领导了山西
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7年它完成了其历
史使命，2020年这座建筑变成了博物馆对广大游
客开放，实现了其功能的华丽转身。

博物馆的东花园区域并未开放，参观区域分
为中、西两个部分，中线为“天下晋商”基本陈列
展，通过六个板块集中展示晋商的发展历史，全
面再现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西区是游客
休闲服务区，以园林建筑景观为基础，形成开放
式的区域游园。从2020年开放至今，晋商博物院
已经接待游客约194万，并在各大节假日举办相
关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作用。

山西太原自古即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区域政
治中心和军事战略重镇，而督军府旧址由于沿用
明清时期巡抚衙门，虽中间有过改建和扩建，但
整体的布局基本保存下来，为研究近代建筑的布
局与建筑特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汉代弦纹双耳铜釜的釜身

梅山钟楼


